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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斯及其后继者： 从语义学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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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罗蒂将塞拉斯的后继者划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以来， 这一划分一直被

视作理解北美当代哲学图景的一个重要指针。 这一划分尽管凸显了推进塞拉斯思想的两条线

索， 且得到了来自两个阵营的背书，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塞拉斯与其后继者之间的复杂

关系。 该问题内部的复杂肌理可以通过语义学的视角得到澄清。 比较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

义、 米丽肯的目的论语义学和塞拉斯本人的语义学方案将揭示出， 在充分认识到差异的基础

上， 左翼和右翼塞拉斯主义者各执一端的理论方案可以在一幅整体性图景中有机地整合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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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罗蒂将塞拉斯的后继者划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 这一划分一直被视作理解北美当代哲学

图景的一个重要指针。 概而言之， 左翼塞拉斯主义者 （罗蒂、 布兰顿、 麦克道尔等人） 继承和发展

了塞拉斯对规范性的高阶定义， 并在严格区分因果秩序和理由空间的基础上强调后者在逻辑上的首要

性； 右翼塞拉斯主义者 （米丽肯、 罗森伯格、 丘奇兰德等人） 则试图在科学实在论这条线索上推进

塞拉斯的思想， 并从自然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因果秩序和理由空间的连续性。 这两条路径尽管都从塞

拉斯那里汲取了主要的理论资源， 但在因果秩序和理由空间的关系问题上 （非连续的还是连续的）
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这一分歧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塞拉斯的不同解读。 作为左翼塞拉斯主义者的麦克

道尔在 《心灵与世界》 中将塞拉斯的理论方案刻画为自然主义的反面。 倾向于右翼塞拉斯主义的德

弗里斯则指出： “塞拉斯是一个自然主义者， 因为他相信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属于一个巨大的自然网

络。 ……既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网络， 也不存在独立于自然的因果网络的领域。” （ＤｅＶ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ｐｌｅｔｔ， ｐ. ｘｘｘｉｘ） 可以看到，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塞拉斯主义者都并没有想 “客观” 地解读塞拉斯，
而是试图根据自身的理论方案对塞拉斯的思想资源各取所需， 这两条并存的解读路径充分揭示了塞拉

斯思想内部的巨大张力。
本文要阐明的是， 左翼和右翼的划分尽管凸显了推进塞拉斯思想的两条线索， 且得到了来自两个

阵营的背书，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塞拉斯与其后继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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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肌理， 笔者选择以语义学为切入口来探讨塞拉斯及其后继者的关系； 并且， 在左翼和右翼阵营

中各选择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语义学方案， 即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和米

丽肯的目的论语义学 （ｔｅｌｅｏ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通过比较布兰顿、 米丽肯和塞拉斯本人的语义学方案， 本文试图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 尽管

左翼和右翼塞拉斯主义者都在试图强调塞拉斯思想中的 “断裂”， 并通过各执一端的理论方案让这种

断裂变得更加明显， 但在塞拉斯的语境中， 因果秩序和理由空间层面的探讨可以在一幅整体性图景中

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第二， 尽管左翼塞拉斯主义者试图在高阶层面推进塞拉斯的工作， 右翼塞拉斯主

义者试图在低阶层面汲取塞拉斯的思想资源， 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对方工作的重要性， 并尝

试向整体性的图景靠拢， 只是这些尝试被两个阵营的主导理论方案冲淡和掩盖了。 第三， 尽管左翼塞

拉斯主义者一再强调规范性在塞拉斯那里的关键位置， 但塞拉斯 （特别是晚年的塞拉斯） 也许更倾

向于在一个自下而上的自然主义框架中阐明因果秩序和理由空间之间的连续性， 在这个意义上， 他更

接近于右翼塞拉斯主义者。

一　 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

布兰顿在 《阐明理由： 推论主义导论》 中区分了语义学的 “经验主义” 路线和 “理性主义” 路

线： “经验主义试图根据经验信念在我们发现自己所拥有的经验中的起源， 以及实践意向在我们发现

自己在最基本的方面所具有的意欲或偏好中的起源， 来理解概念的内容。 理性主义的解释次序把概念

理解为规范， 它决定了什么被当作特殊信念、 断言以及意向的理由， 谁的内容由于这些概念的运用而

得以阐明， 以及哪些身份可以成为它们的理由。” （布兰顿， 第 ２２ 页） 跟随塞拉斯， 布兰顿明确选择

了理性主义路线， 他的首要考量是概念在推理中所起的作用， 而不是概念在经验中的起源。 他指出，
经验主义 “太宽泛， 太多样化， 拥有太多的涡流、 死水及侧槽， 以致无法用一些界限清晰的必要充

分条件来对其加以限制” （同上， 第 ２１ 页）。 布兰顿还指出， 理性主义反对自然主义， 因为 “它重视

是什么将服从于独特概念规范的话语生物与他们的非概念使用的祖先和远亲区分开来”， 并由此将

“具有自然的事物” 和 “具有历史的事物” 区分开来。 （参见同上， 第 ２３ 页）
布兰顿的理性主义语义学方案由两部分组成。 首先， 在句子层面， 命题根据它们在理由空间中的

运作———也就是给出和要求理由的推论活动———而获得意义。 一个命题的意义是由它在推论活动中所

获得的规范身份 （承诺与资格） 决定的， 而推论主义语义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将这些隐含在实践中的

规范身份逐步清晰化为规范态度。 其次， 在次语句 （ｓｕｂ⁃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层面， 因为次语句 （比如单称词

项和谓词） 间接地参与推论活动， 所以它和命题一样也处于一种特殊的推论活动中， 它的意义也是

由它所处的全部推论关系决定的。 布兰顿将这种特殊的推论活动称为 “替换推论” （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并特别引入了 “回指” （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这个技术化工具来说明替换推论的具体工作机制。
（参见陈亚军， 第 ８８—９３ 页； 孙宁， 第 １７７—１８０ 页）

这一理论方案的内在问题是， 首先， 在句子层面， 鉴于我们无法实际地将一个命题涉及的所有承

诺与资格全部纳入考量， 命题的意义如何最终确定？ 其次， 在次语句层面， 鉴于我们不可能在回指链

中追溯一个次语句的所有回指前件， 这些命题部件的意义又如何最终确定？ 我们看到， 布兰顿并没有

因为这些困难而从语义的全局主义转向视角主义。 对此他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首先， 在句子层面， 布兰顿区分了从言 （ｄｅ ｄｉｃｔｏ） 和从物 （ ｄｅ ｒｅ） 两种归派 （ 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方

式。 在前一种归派方式中， 我们思考的是说话者在谈论什么； 在后一种归派方式中， 我们思考的是什

么被说出或谈及。 前者涉及思维的命题维度， 后者涉及思维的表征维度。 比如， 为了让有分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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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交流， 公诉人不应该说 “辩护律师相信一个病态的说谎者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证人”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ａ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ａｒ ｉｓ ａ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ｗｉｔｎｅｓｓ）， 而应该说 “关于一个病态的说谎者，
辩护律师说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证人”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ａ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ａｒ ｔｈａｔ ｈｅ ｉｓ ａ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ｗｉｔｎｅｓｓ）， 由此将原来的陈述从从言归派转化为从物归派。 这里的关键在于 “关于” （ｏｆ）
一词， 它帮助我们将视角从如何谈论转向了谈论什么。 （ｓｅｅ Ｂｒａｎｄｏｍ， １９９４， ｐｐ. ５０５ － ５０６）

但是从根本上看， 从言和从物归派仍然是推论活动中的视角转换， 这一方案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反

驳是， 正如福多和勒波所说的， “一个反 ‘推论主义’ 的观点是老生常谈， 且是显而易见的： 你不能

依赖推理的概念从意见中抽象出世界” （Ｆｏｄｏｒ ａｎｄ Ｌｅｐｏｒｅ， ｐ. ４８０）。 布兰顿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

一点， 但他最终认为自己可以在社会性推论活动的内部实现对世界的表征 （是什么被说出或谈及），
只不过这种表征要放在推论活动的结束， 而非开端， 也就是说， 表征只能在 “我们” 的语汇中， 而

不是在 “我” 的语汇中得到界定。 布兰顿将这个非常微妙的立场称为 “弱的全局性语义表征主义”
（ｓｏｆ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但我们发现， 布兰顿在谈论表征时并没有完全维持在推论主

义的理论框架内。 比如， 他在 《使之清晰》 中指出： “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取决于事物实际是怎样的，
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它们究竟是怎样的。” （Ｂｒａｎｄｏｍ， １９９４， ｐ. ６４７） 他还指出： “传统哲学认为信念有

许多， 但真理只有一个。 同样， 我们认为记分 （ｓｃｏｒ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视角有许多， 但世界只有一个。 概念

内容的表征意义在于思想和言谈能让我们对一个非视角性的世界有一个视角性的把握。” （ ｉｂｉｄ. ，
ｐ. ５９４） 这些从推论主义到非推论主义语境的滑动让我们对弱语义表征主义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

再来看次语句层面。 较之于句子层面， 布兰顿在次语句层面更加明确地 “拥抱” 了世界。 布兰

顿指出， 虽然我们在一般的推论活动中并不需要追溯至回指链的源头， 但每一条回指链都必须最终

“锚定”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在世界中的某处， 这种锚定表现为通过指示词与对象的特殊接触而获得的 “指
示性亲知”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ｓｅｅ ｉｂｉｄ. ， ｐ. ５６７） 在此基础上， 布兰顿建议我们用弗雷格

式的触觉 （ｔａｃｔｉｌｅ） 模式代替笛卡尔式的视觉 （ｖｉｓｕａｌ） 模式： 语义的运作方式不是用眼睛去看对象，
而是用回指链这根 “棍子” 去触碰被指称的对象。 他指出： “笛卡尔式的模式将概念内容限制为我们

手中的那部分棍子， 其代价是让我们的认知以神秘的方式超出直接把握的部分。 触觉的弗雷格式语义

理论 （其典型是将专名理解为通过回指承诺得到阐明的单称殊型的集合） 抹去了心灵的透明性和对

象的不透明性之间的界限。 它所呈现的思维模式整合了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 我们的概念有可能

疏忽和犯错； 另一方面， 这些概念有可能真正指涉对象， 让我们真正接触对象并获得关于对象的真正

知识。” （ｉｂｉｄ. ， ｐ. ５８３）
我们从句子和次语句这两个层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 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并没有停留在给出和

要求理由的推论空间内， 而是不断下行到世界。 在此过程中， 布兰顿不断地对左翼塞拉斯主义者的基

本前提———因果秩序和理由空间的区分———作出自觉的反思。 他在 《言行之际： 朝向一种分析实用主

义》 中自问： “我所叙述的故事是否在语词 ／世界的区分中过于坚定地站在了语词的一边？” （Ｂｒａｎｄｏｍ，
２００８， ｐ. １７７） 为了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 我们必须将这些反思也纳入考量。

二　 米丽肯的目的论语义学

自然主义语义学的一个基本预设是， 语言本质上是一个生物学范畴， 高阶的语义规范是从低阶的

生物功能逐步演化而来的。 米丽肯指出， 理解这一点的前提是摆脱将语义局限于理性空间的 “意义

理性主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将作为心理状态的 “意向性”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理解为自然秩序中

的 “目的性” （ｐｕｒｐｏ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在布伦塔诺开创的传统中， 意向性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状态。 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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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首要问题是， 作为心理状态的意向性是如何指向或被引向事物的？ 米丽肯认为， 意向性是自然的

一部分， 我们应该走出心理领域， 在自然秩序中寻找意向性的位置。 她在 《语言、 思维与其他生物

学范畴： 实在论的新基础》 中指出： “意向性以外部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 意向性并不仅仅存

在于意识或 ‘头脑’ 中。”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１９８４， ｐ. ９３） 她还在 《意义种种》 中区分了不同层面的目的，
有整全人格层面的目的 （目标、 欲望、 意图等）， 也有亚人格或生物层面的 “自然目的” （如心脏的

功能是 “为了” 输送血液）， 她认为前者以后者为基础。 （ｓｅｅ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０４， ｐ. １３）
米丽肯将为了向语义规范演化而被选择和保留的生物功能称为 “专有功能” （ｐｒｏｐ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而目的论语义学的主要方案就是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对这些准语义性的专有功能作出界定和分析。 这

一理论方案是由德雷斯基开创的。 德雷斯基在 《知识与信息之流》 中将准语义性的生物功能界定为

“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他的基本目标是在一个自然主义的框架下阐明 “意义” 如何由 “信息” 演化

而来，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阐明语义学不只局限于高阶的意义层面， 也可以在低阶的信息层面

得到明确的刻画。 因此， 德雷斯基的一个主要工作就变成了阐明信息的 “语义面向”， 或者说建立一

种 “信息语义理论”。 （ｓｅｅ Ｄｒｅｔｓｋｅ， ｐ. ４１， ｐｐ. ６３ － ８２） 德雷斯基的方案经过米丽肯、 帕皮诺等人的进

一步发展和修正， 形成了一条目的论语义学的明确线索。 （ ｓｅｅ Ｐａｐｉｎｅａｕ， １９８７； Ｐａｐｉｎｅａｕ， １９９３；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Ｐａｐｉｎｅａｕ）

目的论语义学试图在摆脱传统目的论的前提下探讨一种有目的演化。 这一理论方案的主要难题在

于， 正如福多所指出的， 如果说布伦塔诺传统中的意向性一定会遇到 “析取”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的问题

（如何解释意向性所指向的虚假对象或不在场对象）， 那么自然主义语义学一定会遇到演化的 “不确

定性”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 问题。 （ｓｅｅ Ｆｏｄｏｒ， ｐ. ７０） 这个问题在米丽肯这里尤为明显。 米丽肯对德雷斯

基的一个主要修正在于， 她认为德雷斯基界定的信息过于严格， 应该改为更宽松的 “局部复现的自

然符号” （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ｉｇｎ）。 首先， 不同于信息， 局部复现的自然符号并不必然指向某

物， 它们只是一定频次的复现， 但足以让我们实现对环境的控制； 其次， 不同于信息， 局部复现的自

然符号并不是脱离语境的， 它们只有在一定的 “自然域”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内才是有效的。 （ ｓｅｅ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０４， ｐ. ３１） 这些修正让原本已经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我们看到， 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 米丽肯有时甚至诉诸一些与自然主义框架不相融的强目的论语汇。 比如， 她在 《语言：
一个生物学模式》 中指出： “具有一个专有功能就是被 ‘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或 ‘认为’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行使某个功能。”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０５， ｐ. １７） 尽管米丽肯强调， “专有功能理论的任务是用自然主义的、
非规范性的和不神秘的概念界定这种 ‘设计’ 和 ‘认为’” （ｉｂｉｄ. ， ｐ. １７）， 但笔者个人认为， 我们很

难完全脱离 “设计论” 来理解米丽肯所说的这种 “设计”。
为了最终解决这个不确定性问题， 我们必须将目光从目的论语义学转向米丽肯的另一个主要理论构

件———同构理论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米丽肯指出， 目的论语义学只涉及从自然符号到约定符号的演

进， 并不涉及自然符号对世界的关于性 （ｏｆｎｅｓｓ） 和关涉性 （ａｂｏｕｔｎｅｓｓ）， 因此， 目的论语义学需要以

“更为基础的表征理论” 为基础。 （ｓｅｅ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０４， ｐ. ６６） 米丽肯在塞拉斯的帮助下看到了这一补充

的必要性。 米丽肯指出， 尽管塞拉斯试图将意义断言 （ “Ｘ ｍｅａｎｓ Ｙ”） 理解为Ｘ 和Ｙ 在不同的语言中发

挥相同的功能或扮演相同的角色， 但这一方案并没有规定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Ｘ ｍｅａｎｓ Ｙ” 是一

个好的翻译。 米丽肯指出， 一个好的意义断言不仅需要具备上述意义上的 “配对”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功能，
还需要具备 “语义绘制”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ａｐｐｉｎｇ） 功能。 （ｓｅｅ ｉｂｉｄ. ， ｐ. ８９）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塞拉斯

才将感觉印象对基本事态的 “摹写” （ｐｉｃｔｕｒｉｎｇ） 作为功能主义语义学的必要补充。
但米丽肯对塞拉斯有两个关键的更新。 首先， 她指出： “我接受塞拉斯的建议， 适当的意向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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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是一种摹写或绘制。”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０５， ｐ. ８７） 这里， 米丽肯并没有如实

地表述塞拉斯的思想。 塞拉斯探讨的并不是 “意向性表征” 对基本事态的摹写， 而是感觉印象对基

本事态的摹写。 意向性表征已经处在理由空间内， 感觉印象和基本事态则同处在自然秩序当中。 在塞

拉斯那里， 摹写并不是用一个自然秩序外的东西去表征一个自然秩序内的东西， 而是自然秩序内各对

象之间的关系。 在米丽肯看来， 塞拉斯对摹写的理解是狭窄的， 造成这种狭窄性的根本原因在于， 塞

拉斯 （以及后来的布兰顿） 将过强的规范性诉求赋予语言规则， 从而将高阶的语言表征和低阶的生

物表征明确区分开来。 米丽肯指出， 尽管她在很多地方都受教于自己的老师塞拉斯， 但他们的一个主

要分歧在于， 她并不像塞拉斯那样认为理性是 “意向性之母”。 米丽肯认为， 尽管理性是意向表征的

一种方式， 但绝大多数意向表征是以非常接近于自然符号表征的方式运作的。 （ｓｅｅ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０４，
ｐ. ８４） 她还试图阐明， 低阶表征和高阶表征分享着同样的 “组合性”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因此我们应

该将感觉印象对基本事态的摹写拓展为复合命题对基本事态的摹写。 她指出： “语言绘制的世界图像

不是逐句构成的， 而是活生生的语言整体与世界整体之间的概要性同构。”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０５， ｐ. ７８）
从这个角度来看， 米丽肯比塞拉斯更接近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传统， 因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 摹写意味

着逻辑形式上的同构， 而非物理上的精确复制， 它是一种逻辑关系， 而非因果关系。
米丽肯对塞拉斯的第二个更新是， 将在塞拉斯那里主要表现为物理事态的世界更新为已经具有初

步结构的世界。 她在新作 《超越概念： 殊念、 语言和自然信息》 中着重探讨了 “一个簇状的世界”
（ａ ｃｌｕｍｐｙ ｗｏｒｌｄ）。 米丽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 自然世界自我组织为相互分离的 “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和相互独立的 “真实类” （ｒｅａｌ ｋｉｎｄｓ）， 这是自然语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米丽肯指出： “世界的这些

结构性特征是认知和语言发展的基础。”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１７， ｐ. １１） 这一更新是对上一个更新的必要补

充。 在塞拉斯那里， “跨范畴” （ 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领域 （意向性表征和自然世界） 之间只能是引导关

系， 而不能是摹写关系， 而一旦米丽肯阐明了自然世界本身就具有初步的语义结构和逻辑形式， 我们

就有可能来探讨这种跨范畴的同构性。
根据经过拓展的同构理论， 低阶表征和高阶表征最终都是与世界同构的。 这样米丽肯就能探讨从

低阶表征到高阶表征的 “必然” 演化， 而无须诉诸某种超出自然主义框架的终极 “目的”。 在米丽肯

的解读者中， 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同构理论在米丽肯的思想中占据何种位置。 比如， 戈弗雷 －史密斯指

出， 尽管米丽肯一再强调摹写的基础性， 但她的同构理论过于自由， 无法承担任何实质性的解释工

作。 （ｓｅｅ Ｇｏｄｆｒｅｙ⁃Ｓｍｉｔｈ， ｐｐ. １８４ － １８７） 而谢伊则试图阐明， 尽管米丽肯强调目的论语义学必须以摹

写关系为基础， 但实际上同构理论并没有在米丽肯的理论中发挥独立的功能。 （ｓｅｅ Ｓｈｅａ， ｐｐ. ６３ － ６４）
基于以上讨论， 笔者的看法是， 同构理论在米丽肯的思想体系中处在比目的论语义学更基础的位置，
因为同构理论保证了目的论语义学能够维持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 而不诉诸某种超自然的保障。

三　 塞拉斯的语义学方案

在讨论了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和米丽肯的目的论语义学之后， 我们要对塞拉斯本人的语义学方

案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笔者不会对此作详细的展开， 只给出与下部分结论相关的基本判断， 即我们必

须从语义上行和语义下行两个视角出发才能完整地把握塞拉斯的语义学方案。
首先， 从语义上行的视角来看， 塞拉斯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明确拒斥认为语言代表非语言实体

的奥古斯丁式的语言观。 塞拉斯试图阐明， 我们不能将一个意义断言 “Ｘ ｍｅａｎｓ Ｙ” 理解为一个表达

和一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而是要将其中的主词和谓词作功能性的改写： 意义断言中的主词不再是抽象

单称词项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ｔｅｒｍ）， 而是殊型集合 （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ｔｏｋｅｎｓ） 中的一个分举性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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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ｔｏｋｅｎ）； 作为类的谓词则是元语言的功能类 （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ｒｔａｌ）， 而非对象语

言的类。 经过这样的改写， 我们就可以根据命题或表达在使用中所行使的功能来决定它们的意义。
（参见孙宁， 第 １６９—１７２ 页）

其次， 从语义下行的视角来看， 塞拉斯提出了控制语言行为的三种基本形式： “语言转化入口”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ｎｔｒ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即说话者在一定的状态下， 以适当的语言活动回应知觉情境中的对象；
“言内步骤” （ｉｎｔ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ｍｏｖｅ）， 即说话者的语言性概念片断以不违背逻辑原则的有效推论形式出

现； “语言转化出口”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即说话者以适当的动作回应语言性概念片断。
对应于这三种基本形式， 塞拉斯提出了三个语义统一性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法则： “世界—语言统

一性” “言内统一性” 以及 “语言—世界统一性”。 塞拉斯认为， 较之于通过有效推论实践获得的

“言内统一性”， “世界—语言统一性” 和 “语言—世界统一性” 更为关键。 为了阐明 “世界—语言

统一性” 和 “语言—世界统一性”， 他用到了两个关键思想资源———维特根斯坦和皮尔士。 塞拉斯认

为， 维特根斯坦通过逻辑图像与世界的摹写关系阐明了 “一级事实陈述” （ ｆｉｒｓｔ⁃ｌｅｖｅｌ 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ｆａｃｔ）
对世界的可获得性 （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 “世界—语言统一性”）， 皮尔士则通过在共同体的探究过程中获

得的 “规范性理想”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ａｌ） 界定语言对世界的可断言性 （ａｓｓｅｒ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 “语言—世界统一

性”）。 并且， 维特根斯坦和皮尔士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 缺少了维特根斯坦式的摹写关系，
皮尔士式的规范性理想就缺少外部的阿基米德点； 另一方面， 缺少了皮尔士式的共同体维度， 维特根

斯坦式的摹写关系就只能用于语言在当下此处的瞬时使用， 无法获得较强的断言效力。
可以看到， 塞拉斯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语义上行的思路中并由此取消语言和世界的关联， 相反， 他

试图从两条路径出发探讨这种关联 （基本的摹写关系和共同体维度的语义表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 他在题为 “自然主义与存在论” 的 “杜威讲座” 中指出， 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雅努斯之脸 （Ｊａｎｕｓ
ｆａｃｅ） 的两面性， 它既属于因果秩序又属于理由空间。 （参见塞拉斯，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１８ 页）

结　 语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 塞拉斯的语义学方案同时结合了语义上行和语义下行的思路， 他一方面

通过功能主义的思路将语义理解为命题或表达在语言游戏中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通过维特根斯坦式

的摹写和皮尔士式的规范性理想来保证语言和世界的统一性。 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主要采取语义上

行的思路。 他的问题是， 已经上行的语义学方案如何再次和世界关联在一起。 布兰顿试图通过 “我
们” 语汇中的语义表征和回指链的锚定来实现对世界的关照。 而米丽肯的目的论语义学则坚持语义

下行的方案。 她的问题是， 如何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保证从自然符号到约定符号的演化并不是完全无

目的的随机进程。 米丽肯试图引入塞拉斯探讨的摹写关系， 并将这种摹写从生物层面的低阶表征拓展

到语言层面的高阶表征。 通过比较这三个语义学方案，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 尽管左翼和右翼塞拉斯主义者都试图强调塞拉斯思想中的 “断裂”， 但在塞拉斯的语境中

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断裂， 只存在各种图像 （ｉｍａｇｅ） 相关接合的 “关节” （ｊｏｉｎｔ）。 当然， 塞拉斯

的后继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米丽肯指出， 塞拉斯的体系中存在两个维度， 这两个维度通过维特根斯

坦的 《逻辑哲学论》 和 《哲学研究》 得到明确的标示， 但这两个维度之间并不存在 “明显的断裂”，
而且塞拉斯本人也 “不辞辛苦地” 试图接续这两个维度， 反倒是她和布兰顿通过各执一端的理论方

案让这种断裂变得更加明显。 （ｓｅｅ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 ２００５， ｐｐ. ７７ － ７８） 因此， 我们不能说塞拉斯的后继者没

能全面地把握塞拉斯的理论体系。 他们的真实想法是， 如果过于强调塞拉斯思想中的一个维度， 会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另一个维度的理论推进。 布兰顿认为塞拉斯过于强调摹写的重要性， 这导致塞拉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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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理由空间的规范运作时没能看到逻辑表达主义的重要性， 即我们的概念语汇是如何在给出和要求

理由的推论活动中不断丰富和成熟的。 而米丽肯则认为塞拉斯过于强调规范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
而忽视了从自然符号到约定符号的演化进程， 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塞拉斯在接续自然秩序和理由空

间时遇到的困难。 这样的认识充分反映在二人的语义学方案上： 布兰顿和米丽肯的语义学方案尽管都

从塞拉斯那里汲取了关键资源， 但都没能充分把握塞拉斯所要呈现的整体图景。 布兰顿没有看到塞拉

斯在最基础的 “语言转化入口” 所做的工作， 米丽肯则没有看到高阶语义表征在逻辑表达语汇上的

“自成一类性” （ｓｕｉ ｇｅｎｅｒｉｓ）。
塞拉斯的一个基本洞见是， 哲学必须探讨世界的各个部分是如何关联在一起 （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的， 并不断对自己提出的这幅整体性图景进行全局性的反思。 诚然， 塞拉斯的工作也许并不令人满

意， 但这并不阻碍我们作出进一步尝试来建构一个合理的全局性理论。 笔者认为， 我们在沿着左翼或

右翼塞拉斯主义者开辟的理论路径推进塞拉斯的同时， 也有必要不断回到塞拉斯的基本洞见。 事实

上， 一些研究者已经看到了将高阶层面和低阶层面的探讨同时纳入一幅整体图景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

融合这两个理论维度的一些尝试。 （ｓｅｅ ＤｅＶｒｉｅｓ； Ｏ'Ｓｈｅａ）
第二， 尽管左翼塞拉斯主义者试图在高阶层面推进塞拉斯的工作， 而右翼塞拉斯主义者试图在低

阶层面汲取塞拉斯的思想资源， 但事实上， 正如我们在以上的讨论中看到的， 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意识

到了对方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看到， 布兰顿讨论的 “我们” 语汇中的语义表征和回指链的锚定

来实现对世界的关照。 除此之外， 他还试图通过 “概念实在论” 阐明， 我们的理性能力必须本质地

和世界相遇。 他在 《使之清晰》 中指出， 概念实在论的思路并不是将一切实在概念化的观念论， 相

反， “推论实践包含了实际事物。 它们是坚实 （ｓｏｌｉｄ） 的， 或者可以说是物质的： 它们是我们在经验

性实践中处理的实际物体， 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 以及他人或他物的身体” （ Ｂｒａｎｄｏｍ， １９９４，
ｐ. ３３２）。 他还在 《言行之际： 朝向一种分析实用主义》 中指出： “实践是 ‘有厚度的’， 它本质地包

含了对象、 事件和世界的事实状态。 世界的各部分在这种能力的运用中与这些实践结合在一起。”
（Ｂｒａｎｄｏｍ， ２００８， ｐ. １７８） 这些思考表明， 尽管低阶层面的探讨并没有进入布兰顿的核心理论视野，
但他既没有否认我们的概念空间是深深植根于世界中的， 也没有否认我们的理性能力是从动物性欲求

发展而来的。 米丽肯则试图阐明， 高阶的语义表征是从低阶的生物表征中 “突现” 而来的， 突现意

味着新形式产生于旧形式， 但又不能被完全还原为旧形式。 她还指出， 一旦自然符号演化成文化性的

“模因” （ｍｅｍｅ）， 它的进一步演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自然选择的进程， 只涉及言者 （ｓｐｅａｋｅｒ）
和听者 （ｈｅａｒｅｒ） 的交互意向。 我们可以从以上这些表述中看到一些全局性语义方案的萌芽， 但这些

初步的尝试马上被两个阵营的主导理论方案冲淡和掩盖了。
第三， 尽管左翼塞拉斯主义者一再强调规范性在塞拉斯那里的关键位置， 但塞拉斯 （特别是晚

年的塞拉斯） 也许更偏爱自下而上的理论方案。 尽管塞拉斯区分了因果秩序和理由空间， 但他仍然

有着连续性的诉求， 并试图在一个自然主义的框架内探讨这种连续性。 在这个意义上， 他更接近于右

翼塞拉斯主义者。 这一结论也是笔者对塞拉斯的一个主要解读。 虽然这一解读显然违背当下匹兹堡学

派视域中的塞拉斯， 但笔者认为它准确地把握了塞拉斯的思想要旨。 罗蒂曾将塞拉斯的哲学方案界定

为试图将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 （参见塞拉斯， ２０１７ 年， “引言” 第 ３ 页） 这一判断

不仅对左翼和右翼塞拉斯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是更为公允的塞拉斯解读者无法绕开的一个巨

大障碍。 笔者认为， 基于塞拉斯思想中深层次的自然主义诉求， 罗蒂的这一界定并没有准确地把握塞

拉斯的思想内涵。 塞拉斯本人真正要做的并不是从休谟推进到康德， 而是试图在保留康德式规范性洞

见的同时强调休谟式的自然主义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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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语义学而言， 塞拉斯在 《真理与 “符合”》 中指出， 如果语言表达属于自然秩序， 那么 “这意味

着我们必须考量语言表达的经验属性和事实性关系， 尽管这些属性和关系肯定非常复杂， 包含了语言使

用者及其环境之间的所有恒定关系或一致性” （Ｓｅｌｌａｒｓ， ｐ. ２１２）。 塞拉斯进一步将自然秩序中的语言性对

象称为 “自然 －语言对象”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ｅｅ ｉｂｉｄ. ， ｐ. ２１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米丽肯

后来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建立一种关于 “自然 － 语言对象” 的理论。 更宽泛地看， 晚年的塞拉斯也在

《自然主义与存在论》 中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自然主义， 并自觉地将自己的立场和杜威式的自然主义传

统关联起来。 他告诉我们， 他的自然主义接近于他的父亲老塞拉斯所持的 “非还原论的唯物论”
（ｎ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参见塞拉斯，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 页） 当然， 若要阐明这一结论， 我们需要更多

材料的支撑， 而且这一结论实际上也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因此就不再进一步展开。
通过比较布兰顿的语义推论主义、 米丽肯的目的论语义学和塞拉斯本人的语义学方案， 本文得出

了以上三个结论。 笔者希望这三个结论能够基本澄清左翼塞拉斯主义者、 右翼塞拉斯主义者和塞拉斯

本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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